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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新冠危机：人才的“闭关锁国”、 阻碍提高人才质量 
 

苅谷刚彦・牛津大学教授 

 

 

在新冠疫情之下，很多国家暂关闭国境，阻止了人才的流动。从

感染人数之少来看，长期拒绝留学生入境，日本的对应方式可谓接近

“闭关锁国”。在全球化发展的人才竞争中，后疫情的日本能否推进人

才的高度化和多样化呢？ 

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晚年的演讲中指出，长期处于交

换场所的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席卷世界的过程中变成了竞争之地。

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的交换和竞争的关系，尤其对日本的来说，就有

一个主要的主题即如何理解人才资本市场的交换和竞争的问题。 

2007年到 2017年期间，被认为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生力军 40多岁

的男女雇佣者中，大学学历以上者的人数增加了约 100万人（参照图

1）。根据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雇佣者的高学历化引领人才资本的增

加，表示具有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国际

角度来看，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停滞引人注目。 
 

 

 
要点： 

⚫ 日本的高学历化并未提高劳动生产率 

⚫ 人力资本市场的封闭性对非正式员工也有影响 

⚫ 莫安住本国，提高人才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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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事实来看，一个谜团就会浮现。劳动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如果高学历使人的资本价值提高，

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相应的工资也会上升。在其他发达国家，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学历化，劳动生

产率也随之上升。但是在日本却不然，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答案就是非正规雇佣的扩大。非正规雇佣无法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价值（知识、能力），只停

留在低劳动力上。该说法认为非正规雇佣没能帮助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个说法一部分是正确的。2007年到 2017年期间，在大学毕业生（仅四年制大学毕业）中，非正

式雇佣增加了约 30万人，但正式雇佣也增加了 50万人以上（参照图 2）。也就是说，正规雇佣中人力资

本中高学历者的数量也在大幅增加。 

 

有另一说法就是日本的教育质量低，但这是不正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 2011年和 2012

年实施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IAAC）显示，日本成人在计算能力和阅读能力上都名列第一，得分

的偏差程度也小。证明成人在基础知识能力方面，日本社会的人力资本很高。可以说是教育、训练的成

果。 

要解开谜团的关键须看日本人力资本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首先考虑市场在全球开放的情况。在大学招生市场，寻求高质量学生的竞争在全球展开。大学之间

就提供高成本、高质量的教育、得天独厚的研究教育环境、围绕学费产生激烈竞争。而且竞争力越大的

大学，学费就越贵，教学质量越高。结果，可以通过招生和筹集外部资金来高新聘请高质量教授团队。

这就是在英语圈的大学产生的提高质量的循环现象。 

毕业生参加的劳动市场中，求职者围绕与能力相匹配的职位跨国界进行竞争，雇主围绕吸引高质量

人才的工资和待遇，特别是关于提供发挥和施展能力的机会展开竞争。如果围绕着高质量的竞争在两者

之间产生的话，随着雇佣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企业的生产率也会提高，继而产生利益。也会反映在雇

佣者的待遇上。 

很多这样的全球企业，不拘泥于内部晋升，不断从外部吸引高质量的人才，提供相应的工资和待遇。

这是围绕人力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发展。 

以理想的开放市场模式为背景，日本的人力资本市场的特征就显而易见。受国境、语言、日本惯例

等壁垒保护的人力资本市场对国际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大学入学市场和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几乎只限于

日本人。不管入学者市场上的考试竞争有多激烈，入学考试的成功所换来的不一定是高质量的教育，而

是大学的威信和地位等象征性的财产（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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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名气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上非常有利。但是，第一年的工资基本没有很大差距的就业市场实质

上就是换取将来的稳定性和进入公司后晋升（=围绕地位的竞争）参与权的竞争场所。 

这种市场交换和竞争的结果，不会产生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的循环。第一是进入市场渠道很封闭，第

二是作为其副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对象是大学和企业的“资格”等象征性的名气。虽然也附带经济报酬，

但是除了在报酬上受到严格限制的非正式雇佣外，差别不大。 

在应届毕业生就职市场中胜出成为“正式员工”后的内部劳动市场，交换和竞争的代价就是取得地

位晋升的机会。与此同时为获得发挥能力的机会也需要花费年数，要求对组织的协调。很难受到来自外

部的竞争者的威胁，也不会产生巨大的报酬差距。 

以上列举的 3 个市场都受到了年龄主义的强烈影响，对个人来说竞争对手是“同期入职者”。如果

适用社会学的参照组理论的话，比较的对象是进入封闭市场的年龄相同、同质的集团。 

经过提高同质的选拔结果，在这样的市场中，“异质”被排除，在同质的集团内只是寻求“不同”。

而且，与围绕学费、奖学金、工资、报酬产生价格竞争的市场不同，这个市场的交换率由参照组内部的

相对位置决定，主要的代价是人们的满足感和优越意识。 

而且，象大学明气根据是否能进入被给予的录用范围（入学者名额、录用名额）来决定的相对性的

类别，不是像货币那样能连续显示的数值。 

这样的结构即使日本人已经很习惯，但是很难适用于来自海外的高级人才。因此，市场的封闭性和

同质性会进一步加强。 

其结果很难像开放的市场模式那样形成高质量的循环。而且并不能形成通过人才流动来提高工资实

现绝对价值，以及企业提供发挥能力机会形成人才竞争。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就要做好风险准备，只

能从主要渠道脱离出去。 

强调依靠市场竞争（市场原理）的日本式新自由主义，不可能理解这些特征。其结果是，在保留了

这些特征，与被排除在外的非正规员工之间产生差距并不断扩大。 

为了摆脱这个循环，只能重新审视交换和竞争的机制。对日本来说一下子走向不太擅长的全球人力

资源市场并非是上策。要想采取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体制，只能谋求包括性别、年龄、

国籍等异质人力资本市场的多样化。如果厌恶异质性，被优先考虑自国内的安心和优先一部分人的“锁

国”意识所束缚的话，绝对解决不了后疫情时代日本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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